
2011年1月                           中  国 工 业  经  济                      Jan., 2011
第1期（总274期）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No.1 


【栏目名称】
校企合作研发的最优制度安排(
贺俊，黄阳华，沈云昌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 本文在对校企合作研发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讨论了校企合作研发的基本模式及其制度特征的经济学含义，并重点分析了校企共同研发的最优制度安排问题。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有效的情况下，企业与大学共同研发的最优合约安排是由企业拥有技术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同时企业向大学提供一个固定支付加与技术绩效挂钩的可变报酬（类似于版税）；在弱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一种次优的可能安排是大学和企业模拟企业间合作研发时采用的合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但大学拥有具收益权、而不具表决权的干股。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在共同研究过程中，为有效地促进公共研究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争取必须配合其他的支付机制，如与研发产出挂钩的可变支付，以尽可能地激励大学的研发努力。
[关键词] 校企合作研发；共同研发；激励合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引言
合作研发是企业技术外取的一种重要形式，可以帮助企业获得互补性的技术（特别是前沿技术）或缩短技术研发周期。当企业面临丰富的技术机会，当企业战略更强调开拓和发展新的能力，当企业的技术项目具有探索性和试验性的特征时，企业倾向于通过与大学的合作研发进行技术创新。在行业层次，当行业的技术机会丰富的时候，企业技术决策的不确定性也最大，这时科学和大学的作用在于帮助企业更准确地理解未来主导设计和主导技术路径的发展趋势，从而尽可能地降低投资的风险，提高技术投资的收益。正因此，校企合作研发主要出现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 (Cockburn和Henderson，2000；Mowery，2004)；技术机会最高的行业其技术模式（technological regime）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而在这些行业中，企业知识外取的主要途径是与包括大学在内的公共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研发（Marsili，2001）。在企业层次，高度创新型企业作为行业中的技术领先者，往往也处于科学知识的前沿，这些企业更倾向于通过与大学建立正式的、企业特定的技术合作关系，来获得大学的技术知识，其技术信息外部来源更多地依赖于大学和其他的公共研究机构（Monjon和Waelbroeck，2003；Bercovitz和Feldman，2007）。在技术层次，当企业旨在开发新的原创性的技术、而不是将既有的成熟技术应用于新的问题，当研究项目很大程度上具有实验性质时，更倾向于与大学共同研发或者将研发项目外包给大学（Cassiman等，2005）。

表1：行业技术模式与技术创新特征
	行业类型
	典型行业
	技术机会
	外部知识来源
	与学术研究的联系
	创新的重点

	以科学为基础类
	生命科学为基础的：医药与生物工程
	高
	公共研究结构与共同研发
	紧密、直接
	产品创新

	
	以物理科学为基础的：计算机、电子、通信、摄影摄像仪器
	
	
	
	

	基本过程类
	基础化工、采矿、石油
	中等
	子公司与用户
	比较紧密、直接
	过程创新

	复杂系统类
	汽车、飞机制造
	中等
	复杂系统的来源
	比较紧密、间接
	产品创新

	产品工程类
	非电子机械、仪器（机械控制、电子与机械仪器）、金属工具、橡胶与塑料制品
	中高
	用户
	不紧密
	产品创新

	连续过程类
	金属冶炼、化工过程（纺织、纸）、食品饮料
	低
	供应商（体现为生产设备）
	不紧密
	过程创新


注：整理自（Marsili，2001）表格5.1和5.2。

校企合作研发是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
最重要的机制之一，但另一方面，经验研究也表明，在合作研发过程中企业和大学之间常常面临严重的利益冲突，这时候就需要复杂多样的制度安排来解决。校企合作研发是一个多维度、跨学科的问题。本文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是，当只有通过大学和企业的共同参与才能够获得一个可以交易的技术（产品）、或者虽然大学原有的科技知识已经可以获得一个独立的知识产权（从而进行技术交易）、但企业和大学希望通过共同的参与进一步深化科技知识的情况下，不同合作模式下的最优制度安排是怎样的。本文在对校企合作研发的相关概念进行理论界定的基础上，讨论校企合作研发的各种基本模式及其制度特征的经济学含义，重点对校企合作研发的一种重要形式——校企共同研发——的最优制度安排问题（知识产权归属）进行理论探讨。
二、校企合作研发模式的理论比较
校企之间研发合作的主要形式是技术项目委托（企业作为委托方或大学作为委托方）、技术服务、共同研发和关系契约。在各种模式的比较中，我们强调校企研发合作的“有效性”，而不是“紧密性”：首先，紧密的学术含义是不清楚的；其次，如果将紧密理解为校企之间合约的正式性和长期性，那么如果大学和个别企业建立长期的、正式的合约关系，并进而对其它的企业形成排他的封锁效应，则该制度安排的社会福利效应可能是负面的。

1．企业作为委托方的技术项目委托的经济学含义。在技术项目委托的制度安排下，企业将一个特定的技术项目外包给大学完成，企业作为委托人向大学支付报酬，大学作为代理人向企业交付技术成果。在典型的技术委托交易中，企业拥有最终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大学获得的报酬可以是固定支付、也可以是与技术成果绩效挂钩的可变报酬、或者是固定报酬加可变报酬的复合报酬。根据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为了达到风险分担和激励的最优权衡，复合报酬通常是企业给大学的最优支付结构，但前提是大学完成的技术绩效必须是可观测、可获得第三方证实的，即可契约化。企业之所以愿意将技术项目委托给大学，是因为大学在某些技术项目的研发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如因为大学从事与该技术相关的基础研究）。可以证明，如果某个第三方的企业与大学具有同等的技术效率，则企业通常会将该技术项目委托给第三方企业、而不是大学，因为在校企的委托研发中，由于大学通常较第三方企业（如独立的研究公司）面临更强的财务约束，因此作为委托方的企业、而不是作为代理方的大学必须负责、并事前支付研发所需要的成本，这时候往往会产生校企委托研发的一种重要代理成本——大学对研发资源的浪费，即大学尽可能地将研发资金作为职务消费、而不是作为成本进行研发投入。

2．大学作为委托方的技术项目委托的经济学含义。校企合作研发的一种特殊但现实中确实存在的形式是大学为委托方、企业为代理方的合作方式。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以校办企业和技术许可两种形式实现。当大学研究人员获得一个具有重大商业化价值的发明时，为了实现发明的市场价值，大学可以选择设立校办企业直接将该技术商业化。如果大学没有意愿设立或不被允许设立校办企业，则大学可以选择申请专利，然后将专利技术许可给具有商业化该技术的能力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激励研究人员进一步将关于该发明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最优的技术许可的结构是固定支付加与产品数量挂钩的版税。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一种介于校办企业和技术许可之间的衍生企业模式，即由大学教师或企业家创办一家分立企业（spin-off），该企业向大学购买该发明的专利权，然后由该企业直接将技术商业化或者与具有商业化能力的企业签订技术许可协议。通常情况下，技术许可模式作为一种交易机制是更优的，因为一体化企业模式作为最优的技术商业化模式往往要求满足比较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① 分立企业可以获得商业化该技术所需要的互补性资产；② 互补性资产是重要的；③ 收益机制（如知识产权）保护是弱的；④ 专用性资产是重要的；⑤ 分立企业没有发展互补性资产的资金约束；⑥ 竞争者或模仿者的发展互补性资产或其它竞争能力更弱。只有这些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分立企业自己商业化该技术才是最优的战略（Teece，1986）。

3．大学提供咨询服务的合作模式的经济学含义。有些时候，大学研究人员通过某些渠道（如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公开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成果具有潜在的（而不是直接的）商业价值、而且没有达到专利保护的程度，因此仍然处于基础科学的阶段，企业意识到该知识的商业应用价值，但仅仅利用公开的学术资料还不足以完全掌握和理解这些知识。这种情况下，企业就需要“雇佣”相关的研究人员为企业提供这方面技术的咨询服务，目的是将公共领域中仍然处于“隐含”状态的知识进一步显性化，在此基础上通过企业内部研发获得最终具有商业价值并可以为私人所有的技术（产品）。通常，企业拥有技术知识的知识产权，而作为咨询方的学校和科学家个人则获得固定的服务报酬。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向大学或科学家提供的报酬是企业的一种技术投资，该投资的作用就是提高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90）。

4．共同研发合作模式的经济学含义。前面的分析都假设了存在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技术知识可以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进行交易，或者虽然技术不是完整的，但技术所包含的知识模块的技术绩效是可契约化的，因此仍然可以通过技术交易进行委托。现实中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况是，某项技术本身并不能分割为可契约化的知识模块，且技术创新只有大学和企业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这时候，双方就要在事前签订一个明确双方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的有约束力的正式合约，于是形成了大学和企业合作研发的一种特殊形式——“共同研发（research joint venture，RJVs）
。校企共同研发是大学与企业签订的旨在实现某个完整的技术产品的一系列合约，这种合作模式的规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技术维度的特质性在于多个主体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一个完整的技术创新，这里所谓“完整”可以理解为技术知识足以达到专利保护所要求的程度（当然参与者未必申请专利）；其制度维度的特质性在于主体能够在事前签订有约束力的合约，该合约规定了大学和企业关于研发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的规则
，其中专利权的归属是最主要的制度设计工具。在共同研发模式下，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归属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大学，这取决于双方缔约时讨价还价的地位、投资对技术项目成功的边际影响、以及事后可能产生的机会行为等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保证共同研发的组织效率，合作双方必须都进行专用性的投资。根据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共同研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在于它能够将市场交易情况下的单边抵押转化为双边抵押（mutual hostage），转化的机制是双方共同投入承诺性的资源，如沉没性的财务投资和人力投资。共同研发是校企合作研发中大学和企业投资的资产专用性最强的一种合作模式，也是最为正式的一种合作模式。
5．关系契约合作模式的经济学含义。以上分析的情况都是大学和企业一次性技术合作的情况，实践中，大学和企业很可能并不签订一个正式的、明确规定了双方权利义务的合作契约，而是一种关系性合约。长期合作的方式包括大学向企业提供经常性的技术咨询服务、企业接收大学培养的研究生，等等。Hertzfeld等学者对23家有过校企合作经验的美国企业的访谈结果表明，多数企业认为与企业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而不是签订正式的研究合约更为有效；与此对应的，企业通过与研究人员、而不是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建立直接的联系（Hertzfeld etc.，2006）。在关系型的合作模式下，合约的有效执行依赖于双方的声誉。这种合约在企业和大学长期合作中最为有效。可以肯定，关系契约一般不会涉及重大的技术创新，因为对于能够带来较高市场价值的重大技术发明而言，企业遵守关系合约的机会成本太高。因此，重大的技术创新更多地依赖于上面的四种合作模式。

表2：校企合作模式的适用条件和制度特征比较

	合作模式
	知识产权归属
	另一方的收益形式
	适用条件

	企业委托大学研发
	企业
	固定支付或与技术绩效挂钩的支付
	技术绩效可观测、可证实

	大学作为委托方
	大学或分立企业
	最终产品利润减去技术许可费用
	大学创新的技术知识必须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

	大学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企业
	固定的咨询服务费用
	企业不能完全吸收公开化的科学知识

	共同研发
	知识产权归属取决于双方缔约时的讨价还价地位、投资对技术项目成功的边际影响、以及事后可能产生的机会行为等因素
	技术并不能分割为可契约化的知识模块，且技术创新只有大学和企业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

	关系契约
	通常不涉及知识产权
	非重大的技术创新

基于声誉的长期合作


总体上看，从企业委托研发、到共同研发、到企业内部研发，企业对研发的控制权的强度逐渐增加。这里控制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研发资金的配置权，其次更主要的，是终止研发的决定权。企业选择哪一种合作模式，取决于企业对控制权收益和对大学的研发努力的激励。在委托研发的情况下，大学虽然放弃了对研发的控制权，因而大学有可能将资金投向有利于提供学术评价的项目和方向、而不是最大化市场价值的技术项目和方向，但大学的研发努力水平确实是最高的，因此，技术的市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冲突越小，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委托研发。比较而言，共同研发的情况下，企业具有研究方向的选择权和项目终止权，因而可以有效地控制项目的风险、最大化项目的市场价值，但却抑制了大学的努力激励（Lacetera，2006）。从收益权的角度看，与委托研发相比较，共同研发最主要的制度特征在于它为合作方提供了根据双方的边际贡献、技术的属性进行谈判和再谈判、从而提高合作效率的可能。从这种意义上看，委托研发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共同研发。
三、共同研发的最优知识产权安排

Panagopoulos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与大学共同研发及技术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Panagopoulos，2003）。Hertzfeld等人对美国企业的经验研究也表明，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是企业共同研发中考虑的核心问题，在与大学的共同研发中，关于知识产权的谈判是最为复杂的。受访的企业认为，造成企业与大学共同研发的主要阻碍之一，是大学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拥有共同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Hertzfeld，2006）。这意味着，校企共同研发中的知识产权归属不仅是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是个实践中并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有效情况下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
Aghion和Tirole1994年的一篇文章在Hart开创的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最早系统地讨论了校企共同研发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他们认为，通常情况下，由大学掌握共同研发的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是最优的（Aghion & Tirole，1994）。AT模型的基本逻辑是，知识产权的归属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大学和企业的投资（努力）对技术成功概率的边际影响的相对大小，二是事前双方相对的讨价还价地位。从边际影响的角度看，大学只有在能够获得知识产权的情况下，才会提供最高的努力水平，因为努力水平是不可契约化的，而且企业向大学支付的是（能够补偿大学的努力成本的）固定报酬，所以，在不能获得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大学的理性决策结果是提供尽可能低的努力。因此，大学的努力对技术成功概率的边际影响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将知识产权交由大学。此外，双方的讨价还价地位也会影响知识产权的归属。这里讨价还价地位取决于企业和大学的知识的稀缺性（可替代性），如果大学的知识相对于企业的知识是足够稀缺的，则企业的机会成本为零，这时只要企业从共同研发中获得的收益为正，企业就会参与共同研发。按照AT模型的逻辑和结论，社会次优的共同研发的制度安排是将知识产权赋予大学，一个可能的办法是提高大学事前的讨价还价地位，事实上，一些学者也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来支持美国Bayh-Dole方案的理论合理性（如Crepi etc.，2006）。然而，AT模型在对校企共同研发提供了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的同时，却不能包容实践中关于企业共同研发的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大学和企业的共同研发组织中，知识产权的归属绝大多数地不是由大学、而是由企业拥有。根据Crespi等学者对包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6个欧洲主要国家的调查，企业拥有校企共同研发的技术成果的专利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制度安排，其中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4个国家中，企业拥有共同研发成果知识产权的比例均超过90％，英国的该比例也高达67％，只有西班牙的该比例不足50％，但也达到47％。

表3：主要欧洲国家大学技术发明的专利权归属

	国家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英国
	西班牙
	荷兰
	总计

	专利总数
	108
	50
	60
	139
	17
	59
	433

	大学拥有专利权的数量

（比例）
	4

（4％）
	2

（4％）
	4

（7％）
	46

（33％）
	9

（53％）
	12

（20％）
	77

（18％）

	非大学组织拥有专利权的数量

（比例）
	104

（96％）
	48

（96％）
	56

（93％）
	93

（67％）
	8

（47％）
	47

（80％）
	356

（82％）


注：大学技术发明指的是该技术的发明者中包括大学；非大学组织主要是企业，还包括少数非大学的公共研究机构；数据涉及的时间是1991～1997年。数据转引自（Crsepi etc.，2006）。
当理论是逻辑一致、但其结论又与重要现实存在冲突时，我们首先怀疑理论所包含的关键假设的合理性。我们认为，Aghion和Tirole的理论之所以不能包容校企共同研发的主要事实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① 在AT的模型里，如果企业获得合作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则大学获得的收益是企业提供的固定支付，这意味着专利成为引致大学研发努力的唯一激励工具，而事实上，企业完全可以向大学提供一个类似于版税的、与技术绩效或最终产品产出数量挂钩的可变支付。如果考虑到更为复杂、但却更为现实的支付结构，则知识产权的效率损失有可能不是单方面的，甚至有可能根本不存在。② 他们的分析仅仅考虑到知识产权归属对共同研发过程中的研发投入（努力水平）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知识产权归属还会对共同研发结束后大学在技术市场的行为或企业在产品市场的行为产生影响。如果考虑到后续的行动，则AT分析的博弈需要引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博弈加以扩展，而新构建的动态博弈完全有可能导致企业和大学均衡策略的改变。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AT模型进行扩展：

（1）将可变报酬引入不完全合约

Hart开创的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将合约理论的研究重点从之前的完全合约情况下的（依赖于可契约化的产出）的相机报酬机制转移到不完全合约情况下的产权安排等决策过程和制度设计等问题上来。为了刻画产权配置在不完全合约情况下对缔约双方投资激励的影响，Hart的产权理论和AT基于产权理论的知识产权分析都对报酬机制进行了简化，如Hart等假设了事前除了产权的归属以外，不能在长期合约中设定任何关于未来交易的条款（Hart & Moore，1990），AT假设企业对大学的支付仅仅是简单的固定支付。我们认为，在基础理论分析中，为了突出产权的重要性，对其他激励机制的适当简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恰当的，但是对于校企共同研发这样的应用性理论问题，如果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激励工具，却可能得到不符合现实、且具有政策误导性的结论。

针对校企共同研发的情况，假设大学和企业的投资具有严格的互补性是恰当的。在产权理论下，当缔约方的技术具有严格的互补性时，次优的所有权安排下双方的投资水平总是劣于社会最优的投资水平，即次优的制度安排相对于社会最优存在效率损失。可以证明，如果引入相机的可变报酬机制作为知识产权安排的补充，则效率损失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假设企业F和大学U在共同研发中投入的资产分别为
[image: image1.wmf]F

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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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共同研发中只存在两种可能的知识产权安排：要么企业、要么大学拥有共同研发的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也就是说，我们排除任何一方不掌握知识产权和双方共有知识产权的情况。因为如果控制权与剩余收益权不对称，那么控制权就会变为“廉价的投票权”，所以最优的产权安排是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对称（Harris & Raviv，1989）。因此本文给定，最优的知识产权归属与最优的研发资产的所有权归属是对应的，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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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研发资产的产权的情况下，最优的知识产权归属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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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这里我们将对研发资产的产权主要理解为控制权，而将知识产权主要理解为收益权，而且知识产权是共同研发中最主要的剩余收益。因此，我们的分析排除了校企分别所有和校企共有两种（研发资产和知识产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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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发资产的所有权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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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没有对研发资产和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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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博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双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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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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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为分配阶段，技术成果的市场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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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大学获得的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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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各自的纳什讨价还价解（NBS）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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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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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阶连续可导、严格增、且严格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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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阶连续可导、严格增、且严格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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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阶连续可导、递增、且凹的。为了保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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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际净收益是凹的，进一步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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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敛于一个严格的负数。

假设大学和企业都是风险中性的，则企业和大学的效用函数的形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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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社会最优、企业拥有知识产权和大学拥有知识产权情况下的均衡努力水平，有：

社会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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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所有权的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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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知识产权的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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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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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得到结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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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成立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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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拥有知识产权的一方获得的每一单位的支付等于其每一单位的努力对技术项目市场价值的边际贡献时，不拥有知识产权的一方的努力达到社会最优。也就是说，理论上存在一种知识产权拥有者对非拥有者的非线性支付机制，可以使得对方的努力水平达到最大。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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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是很难测度的，因此非线性的支付结构是困难的，替代的机制是与技术项目的市场价值挂钩的线性支付结构。如果校企共同研发的技术成果最终是通过技术许可实现其价值，则市场价值是可以为大学获得的；但如果技术成果是通过企业的最终产品实现其价值的，而最终产品又涉及到其他生产或非生产性要素（互补性资产）的投入，则在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一种次优的安排是将对大学的支付与最终产品的产出或利润挂钩。

（2）知识产权归属作为一种承诺机制

Hart的产权理论的含义是，次优的产权安排是将研发资产的所有权配置给事后最容易受到另一方机会主义侵害、因而最需要通过产权来保护的一方。在关于共同研发的分析中，由于Aghion和Tirole将问题限定在技术创新过程，因此相对于现实中更为复杂的校企共同研发中的博弈行动，AT模型关于“机会主义侵害”的分析是不完整。我们认为，在校企共同研发过程中，存在两种可能的机会主义侵害。一种是Hart和AT模型意义上的利用研发资产对缔约的另一方进行的侵害，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发生在共同研发过程中，Lacetera2006年的研究刻画了研发资产的所有权（剩余控制权）对机会主义侵害和校企合作模式的影响，即如果大学掌握研发资产的所有权，则大学会将资源配置到最有利于产生学术价值的方向，从而损害企业的利益；如果企业掌握研发资产的所有权，则企业会将资源尽可能地配置到产生最大市场价值的方向，从而损害大学的利益（Lacetera，2006）。校企共同研发中可能产生的另一种机会主义侵害是技术项目完成后，一方利用掌握的知识产权对缔约的另一方可能产生的侵害，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发生在技术项目完成后。其典型的形式是，如果事前约定由大学掌握知识产权，则一旦技术项目完成，大学除了从向合作企业的技术许可中获益以外，大学还存在将该技术通过技术许可或以“灰色交易”的形式转移给其他企业（原合作企业的竞争者）、以进一步增加技术收益的动机。因此，同意将知识产权赋予企业一方可以视为大学的一种承诺机制――承诺不会将技术知识转移给与企业有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承诺机制并不是无条件的，其重要性是由企业对技术的收益能力决定的，决定企业技术收益能力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企业所掌握的互补性资产（包括互补性技术）的稀缺程度。假设企业的互补性资产和互补性技术不是稀缺的，如果大学掌握共同研发的知识产权，则大学一旦将技术转移给其他竞争者，参与共同研发的企业就并不能从产品市场实现该技术创造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产品市场的利润为零的话，企业根本没有事前进行沉没性投资的动机（Stiglitz，1988）
，也就根本没有参与共同研发的动机；但是如果参与共同研发的企业的互补性资产或互补性技术是稀缺、且不易被模仿的（具有战略资源的性质），则即便大学掌握知识产权并将技术转移给其他企业，参与共同研发的企业也仍然能够通过产品市场从共同研发的技术成果中获利，这时，知识产权归属作为一种承诺机制的意义就是不显著的。

如果大学拥有专利权的话，理论上大学可以事前与企业签订一个专属性的技术许可协议，从而提高大学的承诺能力。但事实上这种协议对大学的约束力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大学总可以通过“灰色”的市场或非市场交易将技术转让给其他的合作伙伴，并最终成为企业的竞争者。进一步地，大学要求知识产权本身就是大学可能放弃排他性交易的一个信号，因为如果大学和企业的技术交易是排他性的话，那么大学是否掌握知识产权并不会影响大学从合作技术成果中的可收益性。因为如果企业向大学支付与产出挂钩的可变支付，则大学能够获得向合作企业进行专属性技术许可同样的收益。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除非大学的技术努力的边际贡献足够高、且企业的互补性资产的稀缺性足够高或者可复制性足够低，通常情况下，最优的共同研发合约是由企业拥有技术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同时企业向大学提供一个固定支付加与技术绩效（或最终产品产出数量）挂钩的可变报酬（类似于版税）。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企业与大学的关系类似于不对称信息情况下的委托代理关系，企业为了激励大学的努力，同时也考虑到风险分担，向大学提供一个固定支付加与产出挂钩的可变支付。与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的不同点在于，由于产出是由企业和大学的投资共同决定的，因此，这里的可变支付的规则是：边际支付＝大学的努力水平的边际贡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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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弱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下的制度安排

前面的分析都假设了存在一个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回到中国及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来，则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就不能作为一个前提给定。根据AT和我们的分析，如果政府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弱的，则可能导致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一是知识产权的归属（包括与知识产权归属相关的版税激励）不能成为大学和企业共同研发中一个重要的激励工具，从而一定能够上抑制了校企共同研发活动的开展。由于大学面临的财务约束和制度约束，通过与企业建立基于股权的合资企业并不是校企共同研发中一种可取的制度安排
，因此，相应地，付诸实施的校企共同研发中，企业和大学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其他的激励工具，如固定支付和关系合约等。从这个角度看，知识产权的作用就不仅仅在于影响技术市场的效率，还进一步会影响到介于市场和企业内部治理之间的合作组织的效率。因此，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是重要的。

在弱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大学和企业模拟企业间合资企业的一种变通的组织形式是大学以技术入股，但为了减少多任务对大学学术研究功能的破坏，大学以技术换得的股票仅享有收益权（分红）、而不享有决策权，即干股
。干股与版税的激励效应类似，但由于版税是与产品产出或利润挂钩的，但企业和大学之间存在关于产出和利润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干股的一个好处在于它相对于版税的信息要求更低。但干股相对于版税（特别是与产出挂钩的版税）的缺陷在于它让大学承担了更多的风险，而如果大学的风险厌恶程度高的话，这种风险分担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效率损失。合资模式的另外一个缺陷在于它要求新注册成立一个公司，为此企业往往要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即便在弱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下，基于合作契约（而不是合资企业），同时企业向大学支付一个固定支付加与产品产出或利润挂钩的可变报酬（类似于版税）仍然是校企共同研发中最优的制度安排。

四、结语

大学是企业在构造区别于既有能力的新的战略能力时知识外取的重要来源，因此，企业对大学知识和校企合作研发这种知识生产机制的需求，最根本地来自于企业战略能力转换的需要。在企业的战略能力和竞争优势仍然主要地体现为成本控制和营销网络构建的时候，企业缺乏对校企合作研发的现实需求，毕竟合作研发是一种有成本的投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校企合作一定是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而渐次推进的。合作研发是企业和大学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通过讨价还价实现的市场行为，产学合作涉及到诸多制度安排，没有任何一种合作模式是绝对占优的，所以企业与大学的研发合作要求灵活多样的、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政府在促进通过校企合作研发实现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除了通常提供的财政性或金融性鼓励政策外，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为产学合作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根据本文的研究，这里“良好的政策环境”的核心内涵是对合作主体关于基本交易工具的权利的清晰界定，如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针对高校的技术入股制定特别条款的规定等等。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知识产权真正成为产学合作中可以利用的最有效的激励工具。本文对企业政策的含义在于，在校企共同研究的合约设计中，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争取必须配合其他的支付机制――如本文讨论的与产出或其他绩效挂钩的可变支付，以尽可能地激励大学提高在共同研发中的努力。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校企合作研发（包括共同研发）的最优制度安排的讨论主要基于一个企业和一所大学两个缔约者的简单情形，没有研究更为复杂的多方合作问题，这也是未来进一步拓展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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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tim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He Jun, Huang Yanghua, Shen Yunchang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Based on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UICR),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asic models of UICR and their institutional features, and focuses on the optim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research joint venture (RJV). The two main findings are: Firstly, in the setting of effective protec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the optimal contract for RJV is offering the firm the IP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the firm pays the university a fix payment and a variable recompense which is linked to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 (an analogy to royalties). Secondly, if the IP right is weekly protected, the second-best arrangement is establishing a joint venture enterprise, but university should be entitled the residual claim right without voting righ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during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he firm’s claim to IP must be complemented with other supportive payment mechanisms, such as a variable payment that linked to R&D outcome, which is able to maximize the university’s R&D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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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成果转化（S&T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和科技成果转移（S&T achievements transfer）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理论概念。前者强调大学科技成果还需要进一步的科研努力并产生补充性的知识，才能形成对产业有价值的知识产品，后者则强调大学的学术成果（并不需要进一步的研发努力就可以实现）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因此前者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结构激发学术机构进一步的研发努力，而后者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结构促进学术性知识的公开化。目前国内的政策实践和理论研究存在对两个概念的混淆和滥用。校企合作研发是科技成果转化、而不是科技成果转移的重要形式。


� 传统上国内学术界多将Joint venture一词译为“合资企业”，我们认为这样的译法并没有准确反映原词的经济学含义。Joint venture一词在英文文献中的本意是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共担风险，也就是说，在joint venture的制度安排下并不必然产生新的企业。joint venture更为恰当的译法是“共担风险制”，research joint venture的译法应当是“共担风险的合作研发制”，本文为了表述的方便译为“共同研发”。但必须强调，“共担风险的研发制”较“共同研发”确实更好地刻画了合作的制度属性。


� 与合作研发相关的两个概念：一是研究合作（research partnership），Hagedoorn等学者将其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定义为以创新为基础的、并且至少部分地涉及到研发努力的关系；另一个概念是战略技术联盟，Teece将其定义为一个关于技术研发的契约网络，在这个契约网络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作者通过集中资源和协调行动来分享承诺、进而达到共同的目标。我们认为合作契约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如承诺（专用性投资）、产权（知识产权）、报酬机制（技术许可）等等。


� 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企业技术创新的可收益性为零，这时企业完全没有技术投资的动机。这实际上也是熊比特关于垄断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主要论据。只不过，Stiglitz和熊比特强调市场结构对技术收益能力的影响，而我们在这里强调企业的内部资源和能力（技术创新的互补性资产）对技术创新可收益性的影响。


� 企业间的合作研发通过其他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校企共同研发中存在的由于弱的知识产权导致的效率损失，企业间研发合作对弱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最典型的反应是建立基于股权（而不是合约）的合资企业，这种合资企业实际上相当于双方共同拥有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企业可以根据各自的贡献和讨价还价地位确定股权比例。当然，与校企共同研发一样，基于股权的合资也会影响后续合作企业的行为和效率（Oxley，1999）。


� 我国的《公司法》并未对干股问题做出明确规定。我国法律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我国不存在所谓的“干股”。在实际操作中，有的是企业章程中有干股人的名单，也有干股持有人不在企业章程中，只是企业出具“出资证明书”给干股持有人；或者不签订任何正式的合同，只是双方口头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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